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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技术创新下AI算法创新赋能的同时亦引发了算法歧视、算法垄断等异化问题。通过文献计量方法提炼出“内涵特征-异化归因-算法治理”的逻辑框架，凝练AI算法技术异化的研究框架。首先厘清算法异化的概念及表征，其次尝试跨学科进行异化归因与理论解释，最后归纳现有算法规制与治理的策略建议。本文试图勾勒现有研究脉络并提出研究展望，推动算法技术的向善发展、算法治理框架的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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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framework and prospects of

AI algorithm alienation unde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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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AI algorithms are empowered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y also give rise to alienation problems such as algorithmic discrimination and algorithmic monopoly.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alienation attribution-algorithm governance" is refined through bibliometric methods to condense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AI algorithm technology alienation. First, we clarify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lgorithmic alienation, second, we try to explain the attribution and theory of alienation across disciplines, and finally, we summarize the existing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of algorithm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outline the existing research lineage and propose research outlook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lgorithmic technology for good and further exploration of algorithmic governance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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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作为炙手可热的新兴技术加持了人类社会的诸多领域。尤其是自2022年11月30日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ing Transformer）正式上线以来，这一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对海量数据进行训练、借助深度学习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处理的生成式预训转换机器人[1]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在人文领域可显著提升艺术创作和语言处理等行业的工作效率、为实现教育行业个性化教学和教育范式改革赋能；在医学应用领域在疾病诊断、治疗、监测等方面也具有巨大潜力。此外，复旦大学于2023年2月发布类ChatGPT模型MOSS、中国百度也开放了相应产品文心一言(ERNIE Bot)的内测。GPT等人工智能技术的陆续推出及其广泛的应用领域带来的颠覆性的技术变革使其背后隐藏的人工智能再次成为技术焦点。作为一种新兴技术，人工智能的持续进展和广泛应用带来的各类颠覆式变革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红利[2]，技术创新给传统领域带来了众多渗透式的创新赋能与颠覆式的管理变革。
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在此过程当中深度介入与迭代发展，俨然具有形成“算法社会”（algorithm society）之势[2]。然而，迅猛发展的算法嵌入在发挥技术创新优势的同时也产生了技术异化。AI算法的技术异化在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诸多以算法为底层技术的领域引发一系列负面的社会问题。过滤气泡、信息茧房、数字圆形监狱等爆雷现象层出不穷[4]。不论是人工智能还是AI算法，这类科学技术终究都是以“工具”的形态出现和被运用，因此人类在享受蕴含巨大价值的算法技术的同时开始警惕“作用力”偏向问题[2]以及算法技术异化与权力扩张造成的管理困境与发展陷阱。

实践层面上算法具有广泛应用落地场景并且存在着鲜明“技术异化”标签的棘手问题，理论层面上国内外学者在算法歧视、人工智能伦理、技术中立等相关主题上既有较高的研究热度。从学术曲线、投资曲线、舆论曲线三个方面均可探见AI、算法等研究热度呈现持续增长态势。纵观已有AI算法技术异化的相关研究，发现可概括为三个经典问题:（1）What: AI算法及其技术异化是什么？（2）Why: 为什么会产生算法的技术异化？（3）How: 怎样去治理算法技术异化问题？由于算法异化属于新兴研究话题并且研究呈现多学科多层次，相关的研究相对比较零散；加之计算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学科壁垒，研究—研究以及研究—实践之间存在断裂与落差，因此系统梳理出整合性的研究框架具有重要性与必要性。

鉴于此，本文系统梳理现有算法技术异化的研究进展，通过文献计量方法提炼出“内涵特征-异化归因-算法治理”的逻辑框架，凝练AI算法技术异化的研究框架，具体包含内涵特点与外在表征、异化归因与理论解释、算法规制与算法治理三部分内容。本文旨在整合和拓展算法异化的相关研究，以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梳理出现有研究脉络，尝试联通跨学科之间的研究壁垒，为未来更好地探究算法治理框架、发挥算法红利、规避算法隐患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1 AI算法异化研究的发展趋势与主题分布
1.1 数据来源及文献筛选

AI算法技术异化是在数智化时代算法技术发展和广泛运用的基础上产生的前沿话题。为了更清晰地梳理这一研究领域的脉络及发展趋势，本文从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的核心数据库对有关算法异化的研究文献进行初步检索。在检索过程中，本文采取的检索关键词有“algorithm alienation”（算法异化）、“algorithm governance”（算法治理）、“algorithm discrimination”（算法歧视）、“algorithm bias”（算法偏见）等（部分用AI作为前缀补充搜索）。在初步检索的过程中发现有关算法技术异化的研究文献集中发布于近十年，因而进一步将文献检索的年限界定在2013-2022年。此外，为了保证文献获取的主题相关性，本文还从所检索文献的参考文献中进行了筛选，选取与AI算法异化主题相关的文献。在检索文献和筛选参考文献的过程中，本文把外文文献所属期刊界定在商业、管理、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属于Q1的SSCI期刊范围内，中文文献的选择标准为在商业、管理、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至少被收录于CSSCI和北大核心的文献。
在初步搜索获取文献后，本文进一步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筛选。筛选标准有以下三点，满足其中一项即可：一是题目或关键词中包含“algorithm∕AI alienation”（算法∕AI异化）、“algorithm∕AI governance”（算法∕AI治理）、“algorithm∕AI bias”（算法∕AI偏见）等能够显著表明其属于AI算法技术异化研究的词汇的文献（如张玉宏等；Lambrecht等）[5]

 REF _Ref130297352 \r \h  \* MERGEFORMAT 
[6]；二是题目或关键词中不包含类似词汇，但文献的摘要或引言中包含此类词汇，且该文献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与算法异化主题高度相关的（如Loureiro等；范如国）[7]

 REF _Ref130297505 \r \h  \* MERGEFORMAT 
[8]；三是文献不满足以上条件，但在文中分析时有明确提到算法技术异化的相关内容（如吴飞和傅正科；Corentin等）[9]

 REF _Ref130297541 \r \h  \* MERGEFORMAT 
[10]。筛选后，共得到252篇有关AI算法技术异化的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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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I算法技术异化研究的发文量趋势

数据来源：作者据文献整理。
对该主题下不同年份的发文量进行统计（如图1），可见有关AI算法技术异化研究的文献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说明在算法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深度嵌入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算法技术红利之外技术异化产生的消极现象。
1.2 AI算法技术异化研究的主题分布
本文还对细分主题进行了分类统计。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详尽的内容分析，发现文献主要集中探讨3个方面的问题，即相关概念内涵与特征研究、异化产生的原因与解释研究以及对算法异化的治理研究。基于此，梳理提炼出“内涵特征-异化归因-算法治理”的研究框架，并按照此逻辑主线编制了如表1所示的编码框架，进一步根据此框架对筛选得到的252篇AI 算法技术异化研究文献进行编码。。
表1 编码框架

	研究主题
	解释

	算法异化的内涵与表征
	What：AI算法及算法技术异化是什么？相关研究重在分析算法以及算法技术异化的定义、内涵特点以及外在表征等内容

	算法异化的归因与解释
	Why：算法技术异化为什么会产生？相关研究重在分析算法基于其技术属性和应用的社会属性对算法技术异化的原因进行多维度剖析等内容

	算法异化的规制与治理
	How：算法技术异化问题如何治理？相关研究重在分析多主体和多学科交叉下对算法技术异化的现象进行有效规制、治理和规避等内容


通过编码框架对文献进行分类，形成如图2所示的主题分布图。近十年来有关算法异化的概念内涵、归因解释和规制治理三个主题的研究保持增长趋势，2013-2017年三个主题的研究关注程度保持相对均衡和缓步增长态势，但在2017年后有关算法技术异化的研究开始大幅增长，有关算法异化治理的研究呈现激增的态势并逐步成为算法异化领域的主要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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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AI算法技术异化研究的主题分布
数据来源：作者据文献整理。
各个国家在不断发展人工智能水平的同时也对其引发的相关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进行战略部署并出台相关政策和法律文件进行治理和规制。对国内外有关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的相关条约研究发现，美国和英国分别于2016年10月和12月发布了《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和《人工智能：未来决策制定的机遇和影响》文件，针对人工智能的现状、未来机遇和潜在问题进行了阐述并提出建议措施。随后，中国于2017年6月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在我国的网络安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举行的十九大会议中也强调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算法技术异化尤其是与异化治理相关的研究在此之后迎来了新的浪潮。
虽然当前对于算法技术异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算法异化属于新兴研究话题并且理论研究因学科壁垒、交叉领域等而相对较零散，因此系统梳理出整合性的研究框架具有重要性与必要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下文将围绕“算法技术异化的内涵与表征”、“算法技术异化的归因与解释”、“算法技术异化的规制与治理”三个主题进行文献述评。

2 内涵特点与外在表征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推动之下，人类继信息化、数字化之后逐步迈入数智化的时代[11]，AI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的的核心与底层技术成为数智化时代的关键技术工具。然而，算法（algorithm）一词并非新时代产物，而是可溯源至古希腊欧几里得计算最大公约数的算法[12]；以及成文于我国西汉后期的《周髀算经》[13]。对于现代发展背景下“算法”内涵的界定包括广义、狭义以及中义三个层面[14]，狭义的算法界定归属于科学技术领域，是以解决数学与计算科学为目的的一系列指令规则，包括逻辑回归、支持向量机、随机森林等等。科技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丰富了算法内涵，广义算法被定义为使用系统的方法解决目标任务而形成的一系列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中义的理解介于两者之间，指人机交互决策模式下基于数理统计模型与决策程序，以系统的方式来描述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指令。AI算法基于数据、网络、系统、机器等构建更高层次的复杂逻辑系统，具有升级迭代的功能属性[15]。
AI算法技术异化的概念来自“异化（alienation）”概念的延伸，来源于《圣经》的异化一词意为转让、脱离等；在19世纪被黑格尔引入哲学领域，而后产生劳动异化等理论；如今技术异化主要从技术非中立以及对人的负面效应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技术中立原则”被逐渐推翻，技术中立包含功能、责任、价值三重中立属性[16]，对于技术价值绝对中立的否认已达成一定共识；另一方面，技术并非仅仅带来进步，亦有可能成为抑制个人本性的源动力，由此引发一系列负面的社会问题与治理困境。技术异化之下算法将成为桎梏，陈思[17]认为在智能社会中算法技术异化会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方面，在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以追求效率最大化为目的的“工具理性”和以信念价值和行为为导向的“价值理性”逐渐失衡，工具理性满溢膨胀而价值理性相对退位；另一方面，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当算法是科学的、系统的等印象深入脑海，人们会普遍认可算法的决策结果，算法的技术力量进而会对人类社会不断进行渗透与干预。以ChatGPT为例，作为一种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LLM）[18]，ChatGPT因其深度学习算法和强大算力在教育、经济、医疗等多个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但部分国内外相关专家和学者在ChatGPT此类人工智能应用爆火之后提出了对其可信度的质疑，即对ChatGPT所带来的信息是否是专业的、真实有效的且无误导性的担忧。

人工智能时代下算法在营销、金融、新闻媒体等诸多领域有了全方面多层次的嵌入，特别是以算法作为底层技术支撑的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由于算法技术异化与权力扩张已引发出一系列的算法失当现象。近来，算法歧视（algorithm discrimination）在学术界与实务界中关注度较高，算法决策时会固化或强化人类社会的偏见与歧视从而对公众利益等造成危害[19]，熟客卖高价的大数据杀熟、“千人一价”到“千人千价”的价格歧视[20]等便是算法歧视的典型表现。经济学中合谋的商业竞争策略也因算法介入出现新兴算法合谋问题，企业间运用算法进行定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企业与消费者的共赢，但是更好的需求预测和更大的利益前景也会使企业偏离初心[21]，从而引发负面的算法合谋现象。算法合谋具体包括信使型合谋（messenger）、自主型合谋（autonomous machine）、轴辐型合谋（hub and spoke）以及预测型合谋（predictable agent）等合谋方式[22]，其作为“数字化的手”在市场竞争中引发了大量反竞争性平台垄断行为[23]。例如淘宝交易平台为入驻商家提供统一动态定价算法，形成辐射性算法合谋侵害了消费者利益，与此相关的衍生问题还包括算法霸权（algorithmic hegemony）、算法垄断（algorithmic monopoly）等。传统零工经济也在如今互联网业态的快速发展之下从“大众生产”演化为“平台依赖”[24]，算法在其中不仅被用以协调分散个体的统一生产过程，更进一步被用来时时监督零工。以外卖平台与骑手为典型案例，以效率为先与商家利润最大化为设计逻辑的平台算法剥夺骑手权益、使其被困在系统当中。算法异化在特定领域亦会引致特定风险，例如在金融领域算法滥用会强化投资者偏见、算法趋同的“羊群效应”会加大金融顺周期风险[25]等等。

3 异化归因与理论解释
由于算法本身的技术属性及其应用场景的社会属性，在对算法技术异化进行归因研究时呈现出多维度的特征。根据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将目前研究中对异化原因的剖析概括分为主体维度与交互维度两个方面。

3.1 主体维度
主体维度是从算法本身的属性特征出发，基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手段进行分析，主要包括社会范畴化、算法黑箱效应、非人性化以及挖掘敏感属性等主流原因。此外亦有学者提出算法具有“生物学”特质，是自我实现技术化的外在化从而沿袭歧视，因为样本的随机性与大小差异导致有偏结论使得算法具有缺陷[5]等观点。
（1）社会范畴化：Wu与Vipin Kumar[26]曾通过深入调查排序出十大数据挖掘算法（如SVM支持向量机、k-means聚类算法等），这些算法大多属于“分类”或“聚类”算法，正映射了算法的“心理学”特质——范畴化。认知心理学家认为人类会倾向于节省认知资源、简化认知过程、进行范畴化思考。在数据记录更加易得的情况下人类面临更加海量的信息数

据，具有计算优势的算法在TMI（信息过载）时代被广泛应用，算法思维中也烙印了“社会范畴化”的运作机理，而范畴化正是偏见的本质归因[27]。机器学习算法在运作时通过训练集归纳出类别特征后对新输入数据进行迭代，与人类刻板印象的形成具有“神似”内涵，因此算法本身便隐含歧视与偏见的“基因”[5]。技术的开发与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提高效率，而能强化这一效率提升效果的范畴化的思考与运作在赋予算法信息处理优势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偏见。范畴化的算法不断从海量数据中提取特征形成“定律”[28]，在不同的场景中通过个体行为反馈机制对使用者或者被分析者进行区分、排序和评分，作为算法运用主体的个人不仅面临着不但强化的偏见与歧视，也在“被分类”的过程中逐渐被客体化。
（2）算法黑箱效应：算法在运行时为公众所知的是通过收集获取、分析处理以及评估预测等步骤进行决策，总而言之涉及到输入、处理、输出三个过程，但是其中具体的操作明细却是不得而知的，如算法为何或如何推荐A产品而非推荐B产品依旧不清晰。用户无法理解“黑箱”过程中算法的目标意图、无法得知设计者与实际控制者的意图及责任归属等信息[29]，进而无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或者行使对算法的监督、评判权。数字资本将无规律可循的算法系统视作竞争资本[30]，鲜有公开，不可知、不透明的算法运行不仅减少了用户对算法的选择自由，也降低了用户对算法的信任度与接受度。精准性（accuracy）与可解释性（interpretability）是影响算法相关者心理与行为反应的关键中介机制，具有黑箱效应的算法在“可解释性”中介机制的作用下会导致算法厌恶（algorithm aversion）的消极响应[31]。算法的高度不透明性是研究学者对算法担忧的核心[32]，不透明性在增加算法歧视的可能性之外还增加了不可控性、算法偏见、算法霸权等风险的隐蔽性与追责难度。
（3）非人性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人工智能的研究从“推理期”进入“知识期”，而后进阶到“学习期”发展出学习型算法[33]。然而，根据“奇点理论”（singularity），当下仍处于奇点到来之前的弱人工智能时代[34]，以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算法为底层架构的算法具有学习能力，但仍不具有“生命”概念，不能独立自主思考，意向性（intentionality）是人与AI最本质的区别之一[35]。算法的设计运用是为了完成特定的目标，然而被设定的算法 “非人性化”、“一心一意”地追求目标实现[36]，也因此缺乏了感知情绪的能力[37]。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而缺少价值理性，在涉及到高同理心和情感性的目标任务时展现出短板并可能造成使用者权益剥夺、劳动竞争等伦理冲突的社会问题[38]。尤其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平台骑手权益问题，更是引发了大众对用人平台、对平台算法的思考。虽然部分学者认为ChatGPT的出现标志着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但我们仍需认识到GPT的本质是通过在大型数据集上的深度学习，从而形成了类人的文本理解和输出能力，其核心依旧是算法的运作，会存在预训练模型偏见性、价值观判断缺失等一系列弊端。GPT的出现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但也仅是人工智能通往“技术奇点”之路中的一步。
（4）敏感属性挖掘：对于隐私泄露与算法歧视问题，公众呼吁应当对数据进行脱敏处理，筛选过滤出敏感信息，然而算法分析处理的强大功能之一在于可通过交叉数据和相关性[39]推测出不可知属性。部分敏感信息虽未明确标注但是已显性或隐性地被编码在足够丰富的特征空间当中[5]，在算法设计的过程中，这些需要保护的敏感属性无法被彻底移除。在数字平台中，算法对具有特定社会文化和人口背景的用户会表现出歧视性结果[20]。例如，算法在强化种族歧视时，没有确切标注种族信息，但是普遍而言黑人等少数族群会收入偏低、居住地离市中心远、甚至名字也隐含种族信息（例如由于美国奴隶的这段历史背景，白人常用名William会稍加修改赐给男性奴隶成为Will）。因此，有研究认为单纯对敏感属性进行保护不适用于现实中的算法歧视场景，与敏感属性相关的其他代理属性是导致算法歧视更直接和主要的原因[40]。挖掘算法透过更多样、更易于采集的代理属性寻找隐含歧视因子的信息，产生更隐蔽的偏见，“完美”躲避反歧视审查。

3.2 交互维度
算法异化的发生情境不仅局限于技术维度，而是作为技术中介嵌入到了社会结构当中甚至被视为社会技术实体，因此算法在具有自动化的机器属性之外还具有社会性、嵌入了人的价值因素，构成了二维矩阵式的价值空间[11]。鉴于此，目前亦有学者从技术性与社会性的双重交互维度对算法异化进行理论解释，主要包括数据的社会性、操作的干预性、应用的市场化等等。
（1）数据的社会性：在计算机领域，“Garbage In，Garage Out”的GIGO定律获得广泛认可，即若输入的是垃圾数据则输出的也会是垃圾数据；对应到算法异化问题，《自然》杂志曾用“Bias In，Bias Out”的描述来解释算法歧视现象。数据是人工智能的三大基石之一，亦是算法的作用对象，而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大数据虽然强调客观标度，但不可避免地是“人类社会的镜子”。算法偏见虽然根植于非代表性的数据集，但是它可以嵌入社会偏见，即算法中使用的数据集通常反映了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结构不平等[20]。历史数据是有偏见的个人创建的[41]，对具有非中立性、有瑕疵的数据进行学习训练出来的模型自然也带有非中立性的倾向，因此算法技术下输入数据的社会性是异化的原因之一。
（2）操作的干预性：当代人工智能技术中机器学习算法等包含从特殊到一般的泛化（generalization），属于广义上的归纳学习（inductive learning），如下图3所示，学习环节中的特征提取、假设空间、正则化等便涉及人为的干预性，进而将设计者的价值偏好施加到算法之中[42]。首先，在复杂的现象可被少量的特征所概括的前提下，算法工程师对数据进行特征提取（feature extraction）；在监督学习中人为地贴上标签（laber），无监督学习中特征好坏的评判也是根据设计者赋予的价值倾向排序，设计者的偏好影响了算法的价值偏好[43]。算法的预测、决策功能基于求解最优解来实现结构风险最小化（structural risk minimization，SRM）[44]，为得到良好的预测能力需进行正则化等操作，例如在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中给定的λ参数便是一个超参数，即并非从数据中学习所得而是由人为给定。因此，在操作的干预下，人工智能不仅学习了数据、学习了目标，也学习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与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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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机器学习”算法的迭代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应用的利益化：算法技术从自然科技迈入社会科学领域，因其蕴含的巨大商业价值被市场青睐，在此驱动下市场中的互联网企业、平台企业等成为应用算法、推动算法发展的重要主体。然而市场和资本具有逐利性[23]，企业亦是以营利为目的，市场中AI算法规则的背后不可避免地隐含了商业利益[25]。Burrell[32]认为企业算法不透明的原因之一是对自身竞争优势的保护，但也可能是对操纵和歧视消费者等行为的掩饰；甚至有学者从哲学角度分析认为算法技术异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异化[17]。一方面企业未注重算法技术研发团队的算法伦理培训，另一方面，企业以市场逻辑导向，在利益的操纵与诱导之下放大算法的工具理性而忽略人性、权益保障等价值理性，造成技术中立转向恶德主义的倾向[11]。目前的算法仍以工具属性的应用为主，其实际控制者是背后的使用主体，代表了人有意识的筛选和偏见。
4 算法规制与算法治理
实践中算法异化问题不断爆雷，对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经济稳定、国家政府监管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经济管理、哲学法学、计算机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学者对此进行交叉研究，对于进行算法规则与算法治理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各方也具体提出了相关的合理性建议与治理策略，大致可概括划分为算法技术本身的完善、国家法律层面的规制问责，企业层面的社会责任履行以及社会生态各主体的共同治理。
4.1 算法价值理性
基于从主体维度对算法异化的归因，可见弱人工智能时代下的AI算法仍不能被给予完全的依赖和信任[45]，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亦提倡将伦理原则优先考虑进人工智能研发过程当中。总体上在算法设计时考虑伦理原则有助于使价值理性归位、约束与限制膨胀的效率理性，谢洪明等[46]在总结人工智能领域伦理冲突时指出AI设计的伦理原则应把人类利益、责任[47]、透明性、教育与意识[48]等纳入其中。刘新生和褚建勋[49]认为在人工智能运用领域对企业使用“软法”即道德规制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针对特定的异化问题亦有对应策略，如针对饱受关注且具有范畴化歧视“基因”的算法歧视问题可引入歧视指数（discrimination index），基于权力角度维护与数据权力对等的用户权利等。透明度不等于可见度[50]，针对算法黑箱效应，学术界亦呼吁对可解释的人工智能(XAI，eXplainable AI)技术的研究，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向适用对象解释算法运行过程以及输出结果合理性的技术[51]，例如事前基于算法模型进行算法透明化设计和可解释性说明[52]；或事后对因精确度而需牺牲透明性时进行额外的复杂模型结果解释[53]。算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在影响用户们的认知和行为的同时也在不断重塑社会中的各类关系，逐步形成了算法权力，权力需要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和约束，要提高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力和全民的算法素养，进而加强算法的价值理性设计。
4.2 法律规制强化

算法的崛起对人类的知情权、自主决策权、个人信息隐私权、平等权等方面发起了挑战，算法的价值非中立性也使其具备法律的可规制性。各个国家在不断发展人工智能、部署相关战略的同时亦对其引发的相关问题提高重视，目前已有相关的法律条约被提出与实施。例如欧盟在《数据保护指令》中对人赋予可在自动化决策对其造成重大影响时不予接受的权力，对算法主体增加了对程序设计等信息披露的义务；中国《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第7条中体现算法的透明化原则。表2整理了部分近来各国针对人工智能或AI算法部署的法律条约。

表2 各国AI算法相关的部署与法律条约

	国家
	时间
	各国AI算法相关的部署或法律条约

	美国
	2016.10
	《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

	英国
	2016.12
	《人工智能：未来决策制定的机遇与影响》

	中国
	2017.07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欧盟
	2018.05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RP）》

	欧盟
	2019.04
	《“可信赖人工智能”伦理指南》

	美国
	2019.04
	《算法问责法（草案）》

	中国
	2019.06
	《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欧盟
	2020.12
	《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

	中国
	20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欧盟
	2021.04
	《人工智能法》

	中国
	2021.09
	《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文献资料整理而得。

对于算法进一步完善方面，丁晓东[14]认为在传统的算法公开、个人数据赋权、反算法歧视的措施下需要进一步考虑算法的场景性，在场景化规制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制度建构；张绍衣[54]在详细分析各国已有算法问责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建议，应当完备算法价值目标体系，并且明晰算法解释的限度与义务边界，在认责时分阶段认定从而有效规制；宋喆和鲁俊群[55]通过梳理欧美国家现行的数据治理思路与模式，来探索数据治理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各国相关部署和法律条例的制定体现了近年来各国对AI算法的重视，在此基础上，制定算法治理准则不失为加强算法治理和规制的有效途径。
4.3 企业履责担责

有学者认为企业市场场域下的算法异化可回到企业层面进行规制，平台算法的价值倾向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平台企业的主观意图，对平台算法异化的治理可从其背后的“操盘手”着手，针对现有负面问题与潜在隐患丰富时代背景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内涵，并督促企业履责、担责。肖红军[56]强调企业社会责任范式的超越，提出应当构建负责任的平台算法，树立科学的责任观、内生出履责的动力意愿并增强社会责任的实践能力，将社会责任根植模式与议题嵌入模式进行高阶耦合与综合运用[4]。同样深耕平台经济领域的陈劲学者等将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算法治理相结合，阐述了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视角下算法技术异化的内在逻辑，在制度场域内提出治理策略，如对算法技术研发团队进行责任型创新制度的设计、构建算法责任披露制度[11]。肖红军[57]结合治理要素和治理机制构建了算法责任的全景画像和算法责任综合治理的九宫格模型，提出了适配不同场景的算法治理方式。除此之外近来同样关注度极高的零工经济，也因算法技术异化引发了一系列的负面社会现象，裴嘉良带领团队在此研究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从零工工作者的感知视角出发，基于扎根理论与实证研究构建三维度（规范指导、追踪评估、行为约束）测量出了零工工作者对算法控制的感知，并且强调在以算法提升组织效率时亦不能忽视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关怀[58]。企业作为算法的操盘手、算法的实际控制者甚至是设计者，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夯实责任基础，强化责任担当，是构建正确的算法价值理性、加强算法“人性”的重要手段。
4.4 生态互动治理

算法异化并不仅仅与企业相关联，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嵌套在结构更复杂的广泛社会生态背景之下，目前由于“技术鸿沟”等原因各相关主体尚未凝聚成治理合力。浮婷[59]基于影响性、正当性、紧迫性锁定开发者、应用者、用户、监管者为四类与算法较高水平关联的利益相关者。广大的公众群体由于算法本身高度的复杂化、非透明化以及商业的保密性等对此知之甚少，存在较大的知识距离，即使算法造成侵权也难以及时发觉并有效抵制。作为监管者的政府部门也会因技术发展过快而存在“技术鸿沟”，审查监管等滞后于日新月异的技术更迭[60]。提高各小主体的认知水平、增强抗风险能力，例如通过各类途径提高用户对算法的感知，促进自下而上的算法治理模式的实现[61]；从算法理念更新、规制提前、“去污名化”、良好用户环境四个方面构建算法决策的社会信任机制[62]。在此基础上谋求更广泛层面的算法治理共识，凝聚治理力量。平台生态圈可以小范围发展成为算法治理单位，平台企业通过履责价值导向与赋能支持推动，从自我履责延伸至平台生态圈内成员尽责[4]；也可政府牵头，建立数据监管机构和数据审查与问责机制，强化商业搜索引擎与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合作等[63]；程雪军和侯姝琦[64]更是提出要从政府规制的“单元规制”向企业自治、社会监督和政府治理的“多元共治”转变，构建更大范围的“多元共治”格局。

5 总结与展望
5.1 研究总结

人工智能技术在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众多不可思议的颠覆式创新与跨越式效率提高的同时亦伴随算法技术异化引发的一系列负面社会问题。因此对算法技术异化进行梳理总结有助于推动创新技术的良性发展与应用。本文按照“内涵特征-异化归因-算法治理”的思维逻辑框架总结概括了目前相关研究的主题领域。首先，本文收集了2013-2022年间252篇国内外有关算法技术异化研究的相关文献，对文献的的发表时间和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和编码统计。通过对文献的编码分析，发现近十年来有关算法异化的概念内涵、归因解释和规制治理三个主题的研究保持增长趋势，根据对国内外有关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的相关部署和条约研究，发现2017年可以作为算法技术异化研究内容重心转变和相关研究大幅增加的节点。其次，本文梳理了算法技术异化的概念、内涵、特点，并且从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多方面列举出如算法歧视、算法合谋等侵害相关者利益、破坏经济秩序、社会稳定的算法失当问题。再次，基于算法异化的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从主体维度与交互维度两个大方面梳理目前学术界对于算法异化的归因与理论解释，包括社会范畴化、算法黑箱效应、非人性化、敏感属性挖掘；数据的社会性、操作的干预性、应用的利益化等等。最后，综合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重点介绍了四个方面的治理策略，分别是算法本体的完善、法律层面的规制、企业层面的履责尽责以及希望形成多元生态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合力。由此，本文总结出算法技术异化的整体研究框架，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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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AI算法技术异化的研究框架
5.2 研究展望

当前有关AI算法技术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如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方面交叉互动研究了算法异化的本质原因与相关理论，较为深入。但是总体而言当前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特别是计算机学科与经济管理等学科之间存在天然的学科壁垒、因算法异化应用场景之广而跨领域多层次……均给相关研究带来了挑战，尤其在算法治理的具体策略方面较为缺失。在厘清目前研究基本脉络的基础之上未来研究方向可从以下三个重点方向展开：
5.2.1 技术向善：基于社会性规划算法价值嵌入的路径要求

目前研究在对“技术价值中立”观点的否认上已达成一定共识，参考Friedman和Nissenbaum[65]；Martin[41]；朴毅等[42]的研究，甚至在资本逐利“基因”的驱动下有转向“技术恶德”的趋势与隐患。通过技术价值嵌入完善算法技术在社会生态中的适应性是实现“技术向善”的本质之措，然而，算法工程师更多精于算法编程完成目标任务，对具体价值嵌入的原则与路径不甚清楚。经管领域研究学者可结合算法实践与理论逻辑提出具体的算法价值嵌入原则、要求、可行路径以及人工智能“人类关切”（human-centric）等为算法研究者与工作者提供社会性向导，推动技术非中立升级转向技术向善。此外，在考虑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时，对于不同原因导致的伦理问题如何进行有效的针对治理同样值得关注，例如算法数据依赖导致的歧视问题和“知情同意”制度下的数据隐私风险问题等等。

5.2.2 问责、免责、担责：实现算法企业责任范式的进阶
算法技术的非中立使得算法规制有存在的必要性，算法“黑箱”的存在则强调确立算法责任范式的重要性。“黑箱”的存在为算法设计者与使用者提供了卸责推责的理由，当企业感知到“卸责链条”[66]的存在并利用其模糊责任主体，算法治理就会陷入问责难题。因此，算法相关的问责制（accountability）开始引起重视。一方面认可相关负面社会影响中算法具有一定份额的责任认定与分配，在事前、事中、事后确认主体责任事项，明确义务承担主体，构建高效问责体系。但同时需要注意把握好责任边界、道德限度，对于已较好自觉尽责的企业实体在责任认定时考虑实际责任份额予以一定理解，避免“一刀切”的强责任挫伤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此外，在构建问责与免责制度之时，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场域下如何最大程度撬动企业自觉担责、由内激发意愿与动力，并通过平台企业等核心载体在生态圈中辐射算法履责价值导向是实现算法企业责任范式进阶的深入话题。
5.2.3 治理合力：构建多视角、多主体的系统治理策略
由于算法异化涉及技术、制度、文化、伦理等多领域，异化负面影响渗透消费者、工作者、设计开发者、企业、政府等多利益主体，构建算法设计者、执行者和监督者等多视角、多主体的系统治理策略，搭建“攥指成拳”而非“九龙治水”的多元生态治理体系成为兼具挑战性与价值意义的议题。法律层面的规制可为平台经济、数字政府等划定合法边界，例如加强互联网平台分级治理、完善算法分级规制、健全平台数据的合规治理和算法治理体系的构建等等，企业层面社会责任视野可督促形成“责任型数智企业”，以及促进广大公众跨越“技术鸿沟”，增进了解相关知识内容、树立算法意识可提高大众的监督与治理力量等等。如何从宏观层面统筹以及更微观层面落地构建系统的治理策略、形成治理合力是未来需要多方为之共同努力、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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